
第４２卷　第４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７月
Vol．４２　No．４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sk．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６

«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与
方敬的交往考察

凌 孟 华,王 本 朝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方敬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仅涉及的时间长,而且频率高.方敬既是现

代著名诗人,又是有诗人本色的教育家,还是吴宓的同事和领导.由于特殊情势、地位身份和个性气质等,决

定了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具有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直接等特点.他们的交往处于朋友与同事之间,有偶然

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等方式;有寻求政治指导、谈论文化名流、咨询其他意见等内容,多涉及政

治性与个人性;这些交往给吴宓带来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既解决了吴宓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也给吴宓

以充实的精神慰藉.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既显示了吴宓令人感佩的性情与气质,也呈现了方敬受人尊重的人格

和道德,同时体现了建国以来党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交往的典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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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时代的吴宓,虽久居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远离政治、文化和学术中心,但仍喜交

游,与不同阶层及不同角色面目者保持着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人际交往.仅«吴宓日记续编»之
«中文人名注释索引»列入的人物就多达６４９人,其中大部分在建国后都与吴宓有过来往.如果再

加上有名有姓而未附注释、未列入索引者及有姓无名者、未记姓名者,«吴宓日记续编»提到的人物

就更多了.不管是交往时间的漫长、交往次数的频繁,或是交往方式的多样、交往对象的重要与交

往身份的特殊,方敬都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但除方敬后人于１９９８年５月撰写的«吴宓与方敬»
一文外,尚无翔实专门的梳理与论述.该文说:“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见解上有差异,但
是在长时期相处中,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不仅有公事的接触,还有私人的交往,建立起了

超乎一般同事之上的友好关系.”又说:“他们都去世了.记下他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对了解吴

先生晚年的处境和际遇,理解吴先生的精神品格,懂得吴先生为什么是一个真纯的人,是有意义

的.”[１]本文拟借助«吴宓日记续编»中关于方敬的诸多记载,考察吴宓与方敬的交往,以期更全面丰

富地呈现二人的交往情形.
吴宓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的日记已焚毁,«吴宓日记续编»所存这两年的若干草稿残片并无关于方敬

的记载.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吴宓在日记中写下“外文系主任方敬、教授赵维藩来拜年”[２]２１,从此,方
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正式出场.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里最后出现的时间是１９７３年７月２５
日,“上午８时(雨止)出,至大礼堂参加全校师生大会,陈洪主席聆方敬副院长播讲«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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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０开讲,至１０:３０毕”[３]５０９.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了２２年有余,遍布从第１册到第１０册

诸卷,是贯穿«吴宓日记续编»的重要人物之一.方敬与吴宓交往所跨越的２０余年漫长时光,几乎

伴随着吴宓在共和国时代“第三个二十八年”悲喜人生的始终.
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时间长,频率高.由于方敬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职务曾多次变

动,吴宓对方敬的称呼也多有变化,计有外文系主任方敬、敬、方敬教务长、方公(敬)、方敬教务长

(兼副院长)、方院长、方副院长敬、方院长敬、方敬副院长、方公等十余种.从总体上看,方敬出现的

频次是惊人的,并有明显的时段特征.文革前相对较多,文革中明显减少,有的年份只有寥寥数次,
有的年份没有相关记载(如１９４９、１９５０、１９７０、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其中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日记已被吴宓托

付保管的陈新尼教授在文革初期擅自焚毁,编入的只是“日记草稿残片”,１９７０年日记在文革中“全
部丢失”,目前内容系“根据作者所写交代材料、笔记和家信整理”[４]１３３,１９７４年日记于文革中“失去”
而仅剩一纸书目,«吴宓日记续编»上述四年的日记内容没有涉及到方敬,自然可以理解.虽有丢失

或因病未记,但相对完整的１９７１年日记里也没有与方敬交往的记录,说明二人交往也有在特殊年

代里几乎中断的情形.

一、交往方式:在同事与朋友之间

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宴饮请客、
拜年过节、撰写信柬和传达口信等.兹就前四种方式举例简述如次:

(一)偶然遇见

由于同处西南师范学院校园,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经常偶然相遇.仅«吴宓日记续编»记录下

来的就可以列出先后１７次:(１)“上午１０:００往晤敬,遇于溪桥.”(１９５１Ｇ０５Ｇ０３,以下列出“年Ｇ月Ｇ日”
格式,均为«吴宓日记续编»中的日记时间)[２]１２８(２)“出遇敬于途.敬婉命勿为外二增授课,恐学生

力不任云云.宓唯唯,心疑系劣生团员邹万福赴诉.”(１９５１Ｇ０５Ｇ２７)[２]１４２(３)“抵校适值会散,多人群

出,遇敬.”(１９５２Ｇ０６Ｇ２９)[２]３７６(４)“阴,小雨.夕出遇方公(敬),步谈少顷,询兰病甚悉.”(１９５５Ｇ０６Ｇ
２５)[５]２０７(５)“宓从良教,拟寻人事科长张莹,而途遇敬,遂即述其事,作为口头检举.”(１９５５Ｇ０８Ｇ
２７)[５]２５１(６)“入校遇敬,告邹开桂准留,但需宓担保,云云.”(１９５５Ｇ１０Ｇ０３)[５]２８４(７)“邮局遇方敬教务

长,立谈久之.”(１９５５Ｇ１２Ｇ２６)[５]３３７(８)“晚出独步,遇敬偕他客.”(１９５６Ｇ０８Ｇ０４)[５]４７９(９)“早起,徘徊大

门内外,遇敬,谈抚事.”(１９５７Ｇ０１Ｇ２７)[６]１８(１０)“三四节(１０－１２)办公楼外遇敬,至教务处闲话,告«住
院感想»文,谈济之著作及白屋诗.”(１９６２Ｇ０１Ｇ２５)[７]２９６(１１)“于１１:２０亲送交教务处成绩股收.遇

敬,拟同来宓舍,旋以已近午饭而止.”(１９６２Ｇ０１Ｇ２９)[７]２９８Ｇ２９９(１２)“上午８－１２偕徐仲林至文史图书馆

(遇敬),指示其陈列之各种参考书.”(１９６２Ｇ０８Ｇ０８)[７]３９４(１３)“８:３０出,新大礼堂遇敬等(接见新生)
”(１９６２Ｇ０９Ｇ０４)[７]４１７(１４)“正午,回舍,途遇敬,握手为礼.”(１９６５Ｇ０６Ｇ０９)[８]１４７(１５)“遇方敬,彼此

笑颔,未及握手.”(１９６６Ｇ０６Ｇ２０)[８]４６２(１６)“午在食堂遇方敬,宓与交言.”(１９７２Ｇ０７Ｇ０１)[３]１３７(１７)“下午

３－４出,先至中文系察知无学习遇李一丁、方敬!”(１９７２Ｇ１１Ｇ２４)[３]２３６这１７次偶遇情形各不相

同.从地点看,有遇于溪桥的,遇于途中的,也有遇于邮局的;有时候在大门内外,有时候在办公楼

外,有时候在新大礼堂;或在教务处,或在文史图书馆,或在食堂.从时间看,从早起到８:３０到上午

１０:００,从三四节(１０－１２)到１１:２０到近午,从正午到下午再到傍晚,直至晚上,全天除睡眠外的全

部时段都有与方敬的偶遇.从偶遇情形看,有步谈少顷者,有立谈久之者,有至教务处闲话者;有宓

与交言的,有仅握手为礼的,有未及握手的.偶遇后相处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连握手都来不及,稍
长者可以握手为礼,再长者才可以彼此谈话,且有少顷与久之之别;而谈话的情形既可以是边走边

谈,也可以是站着谈,还可以是换个地方谈.“遇”在不期,“偶遇”更在不期,抬头不见低头见,随时

随地皆有相遇可能.不难看出,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交往,既频繁又平等,既随意又自如.
(二)专门访晤



在偶然遇见之外,吴宓和方敬之间有目的的彼此互访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方敬访问

吴宓的次数有２０次(不含拜年).其中１９５１年７次,分别为４月１、２５日,５月１１、１７、２８日,１０月

７、１５日;相关表述依次为“敬匆匆来过”[２]１０３,“今日上午宓邀敬来”[２]１２０,“晚８:００敬主系会,见门粘

宓请假条,来探病”[２]１３４,“敬、藩来探病”[２]１３７,“汪彭庚来,旋偕敬同来４:００敬再来”[２]１４２,“已而

敬来,谈系务”[２]２２４,“晚敬来”[２]２２８.其后,１９５２年１次(１１月２日),１９５４年２次(６月２０日、１２月

２０日),１９５５年２次(１月１３日、１２月２９日),１９５６年２次(１月１３日、１２月１８日),１９５７年１次(９
月１１日),１９６１年１次(９月３０日),１９６２年３次(５月１０、２１日,８月３１日),１９６４年１次(３月２６
日).限于篇幅,相关内容及卷册页码不再列出.从访问频率可以看出,１９５１年的方敬特别看重吴

宓.１９６４年以后,现存吴宓日记中就没再看到方敬登门的记录了.相比之下,吴宓访问方敬的次

数还要少一些,仅有１２处(不含拜年),分别为:(１)“宓访前日归自京之敬于其宅.”(１９５１Ｇ０９Ｇ
３０)[２]２２０(２)“午饭后晤澄,遵即访敬于其家,自陈诗案,求指示.”(１９５２Ｇ０１Ｇ０９)[２]２７５(３)“晚饭后
宓走访敬.”(１９５５Ｇ０９Ｇ０９)[５]２６３(４)“晚８:００至１０:３０访敬于其家,进新都糕及软糖.”(１９５６Ｇ０６Ｇ
０９)[５]４４５(５)“晚访敬,而澄亦至.”(１９５６Ｇ１１Ｇ２４)[５]５６３(６)“上午９:００谒方敬教务长,商改宓四月二十

三日为«院刊»所撰文.”(１９５７Ｇ０４Ｇ２９)[６]７０(７)“８:３０－１０:００和平村十四舍楼上访敬.”(１９５８Ｇ０３Ｇ
２９)[６]２５７(８)“晚７－９访敬,先见敬夫人何频伽,谈.敬旋归自重庆.”(１９６０Ｇ０１Ｇ１６)[９]２７８(９)“晚饭后,
往谒敬(先遇夫人何频伽于宅门外),与敬谈约一小时.”(１９６１Ｇ０７Ｇ２０)[７]１２０(１０)“９:３０－１０:３０访敬,
谈中文系进修生退出«文言文选读»课事,盖敬已先默认之矣.”(１９６１Ｇ１０Ｇ０８)[７]１９９Ｇ２００(１１)“于是９:３０
偕骏至教务处谒方敬教务长,请求决示.”(１９６２Ｇ０８Ｇ０４)[７]３９０(１２)“谒敬,谈(１)外出讲学,待陕师大改

期.”(１９６４Ｇ０１Ｇ１０)[１０]吴宓这１２次访问的频率分布比较均衡,除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年为２次外,其他８年均

是１次.这种均衡说明吴宓对方敬的情感比较稳定,态度是诚恳的.
(三)赠送礼品

赠送礼品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常见方式,«吴宓日记续编»记载了几处吴宓与方敬以这种方式

进行的交往.方敬赠送礼物给吴宓主要集中在５０年代,共计３次,分别为:(１)“会散后,敬赠城中

带来厚糖面饼一,以充晚、早餐.”(１９５１Ｇ０７Ｇ１３)[２]１７２(２)“敬赠宓英文«联共党史»(简编)一部.”
(１９５１Ｇ１０Ｇ０７)[２]２２４(３)“敬赠宓杭州带回之邵芝岩制小紫毫

   
笔一枝.”(１９５６Ｇ１１Ｇ２４)[５]５６３有食品、文具,

也有«联共党史».吴宓赠送礼物给方敬则集中在６０年代,１９６２年有３次:(１)“作短函,以«吴宓诗

集»一部送赠方敬教务长.”(１９６２Ｇ０２Ｇ１２)[７]３１２(２)“另作私函,以鼠啮之«法文小字典»赠敬.”(１９６２Ｇ
０９Ｇ０３)[７]４１６(３)“宓以在德国所购之«英法德文小字典»一册奉赠

  
敬,敬收谢.”(１９６２Ｇ０９Ｇ１０)[７]４２３除了

书籍还是书籍,送了字典再送字典,相对较为单一.关于吴宓赠送方敬的三件礼物,有几个问题值

得讨论.一是吴宓与方敬相交多年,«吴宓诗集»是吴宓唯一公开出版的诗集,仅１９５９年以来,吴宓

就先后赠送诗集给同事赵荣璇、表嫂岳峻明、诗友潘伯鹰、高梦兰、市政协副秘书长方镇华等,１９５９
年７月３０日捐赠给学校图书馆的书中也有“«吴宓诗集»二部”,为什么迟至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２日才送

给方敬呢? 是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 如果是有意为之,则更要追问为什么以前不送而现在送了?
促成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二是所送鼠啮之«法文小字典»在次日日记中还注明“在美国时所

购”,且改为“呈交敬批阅”[７]４１７.到底是赠送还是借阅? 为什么又改口不言“赠”了呢? 是因为品相

问题还是有其他考虑? 三是奉赠«英法德文小字典»后的“敬收谢”有别于«吴宓诗集»送赠后的“即
得函复”与«法文小字典»交付后的没有反应记录,是方敬仅对«英法德文小字典»称谢呢,还是都有

称谢而吴宓前两处漏记或忽略了? 吴宓与方敬交游中的这些疑点,都还有待进一步考释和破译.
(四)参加会议

会议是人们聚集起来开展讨论和交流的社会活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中国特有的

政治运转模式”[１１],参加各种会议是吴宓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中不少会议都有方敬出席、讲话、
总结,会议也就成了吴宓与方敬交往的重要平台之一,二人不时在会前、会中和会后就某些问题交



换意见.相关会议五花八门,既有省级、市级、校级、系级和教研组的会议,也有工作会、学习会、座
谈会、报告会、行政会、学术会、检查会、辩论会.吴宓作为院务委员和一线教师,参加校内级别最高

的院务委员会和基层的教研组会议,都在情理之中.任学校领导后的方敬仍经常出现在基层会议

中,显示了方敬工作上的兢兢业业和深入细致.举一个具体例子:１９６５年２月５日,“下午２－６上

班,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议开学二月十一日前(一)备课(二)助阅函授生考卷二事.而方敬副院长及

工作组尹院长,陈、吴、范同志悉监临
  

,最后由方院长作总结
  

,甚详明”,“散会后,宓与方院长同

出,至楼门内,复强方公伫立,毕宓所言,略谓方公答曰遂别去”.可见方敬参加最基层的

教研组会议并非一般空谈,而是有专门的准备,有详明的总结,让在座的参会人员如吴宓等有多方

面的收获,觉得“方公所言极确,宓甚服”.对于吴宓而言,这样的会议还为会后和方副院长交流搭

建了良好平台,甚至“强方公伫立”,继续倾述“故老教师如宓等者,今后断不宜授课,但仍可以知识

及学术之材料、解释供给前进之青年教师,譬如在延安时,设兵工厂聘用英美籍之工程师、技术人

才,又何不可? 前两年进修班之办法殊善,惟宓授课不免多疏误耳”.更有意思的是,吴宓随后还在

日记中加了一段按语:“按,会散时,方公已甚倦,且有他事,宓乃强与谈
   

关于宓后来之事,且宓言极

不合当前形势及政策.宓之痴愚及错误甚矣
         

,于是大悔恨
     

.”[８]４０Ｇ４１既体谅方敬,又反思自己,“强与

谈”与“大悔恨”之间看似矛盾,实则体现了吴宓对方敬的真情.

二、交往内容:政治的与个人的

方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诗人.他和“汉园三诗人”关系密切,是何其芳的妹夫,有
诗集«雨景»«声音»«受难者的短曲»«行吟的歌»«拾穗集»«飞鸟的影子»等.他与何其芳、卞之琳、朱
光潜等一起创办«工作»半月刊,主持«工作»杂志社,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等,也是«诗创

造»«诗»«创作月刊»等刊物的重要作者,被视为“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１２],或被直接归入“九叶

派”[１３].１９４５年李广田撰长文«诗人的声音»“论方敬的«雨景»和«声音»”[１４].１９４８年陈敬容刊文

«和方敬谈诗»并“为新诗前途祝福”[１５].钱光培讨论“中国新诗史上的方敬”时认为他“以丰厚而扎

实的创作成果展示了２０世纪中国的现代诗所达到的高度”[１６].方敬还有散文集«风尘集»«记忆与

忘却»、小说集«保护色»及翻译作品集多种问世.当然,方敬还以其长期的教书育人生涯和丰富的

教育管理实践培养了不少人才,是学者型的领导,也是文学家本色的教育家.方敬既是吴宓的老朋

友,是同行,是知己;也是吴宓的直接领导,是教学的管理者,是政治的指导者.方敬的特殊身份决

定了吴宓与他的交往内容非常丰富,既有政治话题,也有个人事务.兹择其值得重视的三个方面略

作讨论.
(一)寻求政治指导

对于自己与方敬的私交,吴宓很早就有了定位.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５日,吴宓在从方敬处得知重庆

市文联会已内定聘自己为古代文学门的五名代表之一后,专门邀请方敬来家里商量,准备将席位让

给友人,而“敬谓当局思考周密,最后决定如此,非忽略诸君,宓可勿辞”.随后吴宓表示“从之”,而
且说“论私交,宓愿为敬之专门顾问,祈敬为宓之政治指导”[２]１２０.事实上,以后的吴宓也一直把方

敬视为值得信赖的政治指导,最典型的当数１９５１年底至１９５２年初“土改诗案”中的政治指导.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６日,吴宓得知自己的“«国庆»诗、«赠兰芳诗»四首”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密查,十分

忧惧.１９５２年１月８日,在西师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会上,又被文教部新派来学校主持思想改造

的董学隆“举西师某教授反对土改之诗句‘易主田庐血染红’加以责斥”,虽“未明揭宓姓名”,吴宓已

“甚惊忧”[２]２７５.他次日上午就“撰«易主田庐血染红»诗案坦白文”,且在午饭后庚即“访敬于其家,
自陈诗案,求指示”.方敬一方面认为“诗案非政治行动,乃思想问题,不必作专案坦白,只宜检查宓

自己之思想.将来在改造学习
    

小组中,暴露宓所具之封建思想,届时可举宓所作诸诗为例证、为材

料,即藉此坦白可矣”,又“诵宓«送兰芳土改»诗,谓文教大会小组中研究此诗,指‘僧诵佛名行杀戮’



句,疑宓讥刺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云云”,在吴宓“急为之解”后说:“政府本尊重而礼待

宓,敬更深知宓平生不参加政治,决无行动嫌疑.惟宓思想未纯,又素重感情,所谓温情主义者,难
免不良之人,如□□□等,乘机以诗文或他事与宓接近,而别有所图,宓恐堕其术中,为所利用,是宜

慎防云云.”[２]２７５Ｇ２７６方敬这几句话,既有明确判断,言其不必作专案坦白;又进一步深入,疑吴宓讥刺

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还有心理安慰,深知吴宓平生不参加政治,决无行动嫌疑;更有示

警预防,吴宓恐堕其术中,为所利用,是宜慎防.方敬的这次指导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政治指导,只是

不知吴宓领会了多少.十余天后,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１日,方敬在有院务委员、党、团和各民主团体成员

参加的座谈会上有所自责,发言中“曾两提宓名(一)敬与宓以情相结,而宓有封建思想,曾犯错误

(指诗案).敬未能事先觉察纠正,是敬之失”,吴宓随即理解方敬“未明指宓之诗案,故宓亦无须即

坦白”,明白“敬对宓仍有回护周旋之意,而讦宓于敬之小人恐已不止一二人也”[２]２８３Ｇ２８４.方敬发言

中“以情相结”的自述与“未能事先觉察纠正”自责,既显示了对吴宓的情感与态度,又完成了对组织

的交代与表态.感情丰富如吴宓者,在明白其“回护周旋之意”后,内心的情感震动与波澜可想而

知.十余天后,１９５２年２月７日下午,在系组分别检讨(续三反运动)的三组学习会上,在方敬自陈

自责并接受众人评断之时,吴宓“感情所激,不能自忍,遂发言,谓宓实累及敬.遂自陈解放以来,当
前有三途(一)改造(二)分别内外而奉行公事(三)就死.自譬如马,乐得御者如敬,而畏新来御者如

董学隆等人.去夏颇觉坦适愉快,冬则诗案起,当为敬之所不及料.宓一切无所隐讳,生死等观,听
命而已”[２]２９３.吴宓这段发言,不仅承认自己连累了方敬,而且自降身份,把自己比为马,把方敬比

为御马之人,以得到方敬这样的御马者为乐.这就鲜明而形象地表明了吴宓对自己与方敬关系的

认知,以及对方敬的领导与指导的倚重.至于吴宓作为方敬“专门顾问”的一面,«吴宓日记续编»也
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记载,且容另文讨论.

(二)谈论文化名流

方敬是诗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吴宓在与方敬交往的过程中不时谈论同时代

的文学界名人与掌故,共话诗人与诗歌.这些内容既是吴宓与方敬交游的见证,也是了解相关人士

及其活动或评价的线索,丰富了«吴宓日记续编»的价值与内涵.

１９５６年６月９日,“次敬述在京所见所闻诸友生如冯友兰、冯至、钱锺书、李赋宁等之情

况”[５]４４５.方敬交游圈颇广,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就可以据所见所闻带回一批文化人的最新消息,
其中和吴宓的友生圈形成交集并被吴宓记录下来的就有冯友兰、冯至、钱锺书、李赋宁等.这种共

同的朋友和共享的交际圈,也是吴宓和方敬能够长期维持良好私人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口耳

相传的信息传播是当年偏居西南的吴宓了解全国友生消息的重要方式,那么方敬这样的友人就是

相关消息传递的重要渠道.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９日,“８－１１赴袁炳南宅茗叙客为方敬、叶麐.多谈

述近世新派文人如梁宗岱、巴金(李芾甘)、田汉等之生平性行,及卞之琳近爱文怀沙之妻,伊倾心归

卞,幸得离合如意,卞已与伊结婚,甚圆满,云云”[６]５５Ｇ５６,这即是一处文人圈内传播情事掌故的例子.
虽没有记录下来具体的“梁宗岱、巴金(李芾甘)、田汉等之生平性行”,但可推知大抵多少会与甘少

苏、萧珊、安娥等女性相关.具体记录下来的卞之琳与青林的情事和婚事,是建国后少有的逸闻趣

事.材料显示卞之琳结婚时间是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时隔年余,才成为远在北碚的文人圈的谈资.特

别是透露“近爱文怀沙之妻”“伊倾心归卞”“幸得离合如意”三部曲,远比年表式的简单著录来得精

彩,可供研究者参考.让读者有些不满足的是,吴宓本人或方敬对这些文人情事的态度如何,日记

没有记载.好在一月过后的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又有一次类似的文人雅集,吴宓记录了自己与方敬

的态度.“晚８－１０访、欧夫妇于合作村十三舍新居,敬适在,阎童亦来敬述胡适讲学办事谈

话之诸多轶事.而断定适为骄傲自满、极富于虚荣心
   

之人.宓早拟适乃Burke评卢梭为‘虚荣之哲

学家’一流.敬又述叶公超之才华及其上课时随意挥洒、极不负责之态度.”[６]９１友人间以谈论共同

关注的文化名流为乐,得知方敬关于胡适“骄傲自满”与“极富于虚荣心”之评论,恰好暗合自己早年



就把胡适归入“虚荣之哲学家”一类的观点,自然会产生共鸣,产生知己感与归属感.而对当年同为

清华大学外文系名教授的叶公超“上课时随意挥洒、极不负责之态度”的回忆与批评,也即是对一直

秉持严谨认真上课态度的吴宓的肯定和支持,想必也能间接带给吴宓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

样的有共同圈子且能随性漫谈个人话题的知己朋友,谁能不珍视、倚重并交往下去呢?
(三)咨询其他意见

从«吴宓日记续编»记录的吴宓与方敬的交往看,方敬对吴宓的指导或吴宓寻求方敬指导的范

围相当广泛.吴宓不仅在“土改诗案”或“自我检查”面前会请求方敬的指示,而且在年度科研题目、
具体研究计划与进修生培养,乃至友生及自己的人事安排、个人情感与婚恋,甚至文章修改处理等

方面也会主动向方敬报告,咨询方敬的意见.

１９５９年１月２日上午,吴宓到和平村新居给方敬拜年,并“以科学研究及著作,宓今年应择何

类题目,求敬指教”.方敬不客气地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答复指导:“首以教学职务为重,应先编完
  

«西
欧及东方各国现代进步文学»讲义,须赶七月一日以前全竣”,“其次,应精译

  
英国古典文学之诗文名

   
篇
 

如宓昔译萨克雷之«名利场»,以及傅东华译弥尔顿之«失乐园».足以表现宓之学问及才力者.或作英国文学研
 

究论文
   

.若夫宓欲为«译文»月刊今改名«世界文学»译稿,则可不必,因(１)无取乎由希腊、拉丁或德、法
等文之英文译本中转译,应由原文直译.(２)现代各国之进步文学,其新书新报,在京各有人消息灵

通,专事搜罗,资料一入彼等之手,迅即译出.宓远在西南,断难与之竞驰,且亦不合宓之地位身

份”,“第三,宓有意作自传或小说或见闻杂记,甚好,宜先作短篇
    

,由此入手”,“第四,作旧诗
  

歌颂新

时代之新事物,此在宓不费力,随时可作”.咨询者,或曰求指导者吴宓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敬所劝

告者,皆极是,当从其言.”[９]４客观地说,方敬所讲的四点,显示了丰富的学养、开阔的视野与精到的

见识,既重点突出,又循序渐进,还量体裁衣.尤其是上述第二项表现了四个突出特点.第一,“精
译英国古典文学之诗文名篇”与“或作英国文学研究论文”,的确是“足以表现宓之学问及才力”的两

大途径,既能发挥吴宓多年留学期间积淀下来的深厚英国文学修养及研究专长,又能切合当时翻译

界与研究界的现实需要.第二,“足以表现宓之学问及才力”的选择与评价标准,既为吴宓个人考

虑,这样才能继续得到学校的优待与尊崇;也为学校发展打算,这样才能借助吴宓译作的力量扩大

学校的声誉与影响.第三,对应作之事明确支持,也对不必之事直接反对,有所为有所不为,观点鲜

明,绝不骑墙.第四,反对吴宓为«世界文学»译稿,列出了三点理由:一为译本选择的原则与翻译的

方法,从理论着眼;二是新书报翻译的北京之优长与西南之局限,从实际出发;三是吴宓自己在圈内

显赫的地位和崇高的身份,从自身考察.上述各点,可谓全面深入,滴水不漏.其他咨询的例子还

有很多,如:(１)“４:００敬再来,宓请商(一)驹(二)抚(三)荃事.敬具恳切示答,甚慰.”(１９５１Ｇ０５Ｇ
２８)[２]１４２(２)“上午９:００谒方敬教务长,商改宓四月二十三日为«院刊»所撰文,改题为«知识分子之

安排与使用»,删去
  

篇首自叙１９４９→１９５２→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心情变异之一大段,余仍旧.敬对宓甚关

切,如此删改,实较妥善也.”(１９５７Ｇ０４Ｇ２９)[６]７０(３)吴宓到方敬家里访问,“语以吴芳吉研究
     

之(甲)
(乙)两种计划,求其指示”(１９６０Ｇ０１Ｇ１６)[９]２７８,方敬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４)吴宓在为江

家骏拟的三种学习计划的取舍中久决不下,“９:３０偕骏至教务处谒方敬教务长,请求决示
    

.敬确定

为宜用(三),他年再徐进至(二)及(一)”,吴宓表示“自当遵从”(１９６２Ｇ０８Ｇ０４)[７]３９０.

三、交往效果:现实的与精神的

由于方敬“文革”前在西南师范学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常有立竿

见影的效果.这在前述交往中已可见一斑,比如谈论文化名流时的慰藉与满足,比如求得政治指导

时的“欣愿遵行”与指导后的“如释重负”,比如咨询方敬意见后的“当从其言”与“自当遵从”等.在

现代人际关系学的“社会交换理论”中,“成功命题”即是“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一个人的

某种行为得到的报酬越经常,这个人就越愿意从事这种行动”[１７].吴宓与方敬的交往经常成功地



得到他所期望的回报,获得现实的支持和精神的满足,那么方敬就会对吴宓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吴
宓也就会越发愿意与方敬保持交往,重要的事情均倚重方敬,愿意听从方敬的意见.«吴宓日记续

编»中有不少例子体现了这样的交往效果,篇幅宝贵,仅在解决现实困难与精神困扰方面各举一例.
例一:运书解决现实困难.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吴宓与方敬“立谈久之”后,“敬自任代商院长由

学校取运宓书六大箱由京至碚,即以酬宓所捐书、由学校代出全部运费云云”[５]３３７;三天后,“敬来,
谓王、谢二副院长均深荷宓捐书与学校之意,正筹议详细办法云云”[５]３４０(１９５５Ｇ１２Ｇ２９);数月后,“图
书馆侯文正来告,宓五书箱已运到

   
”[５]４０７(１９５６Ｇ０３Ｇ２３).在方敬支持下,吴宓运书之事得到圆满解

决,吴宓顺利地收到了在北京寄存已久的诸多书籍,学校图书馆也收到了吴宓捐赠的数百册图书.
例二:辟谣顿释精神困扰.１９６１年７月２２日,与方敬谈约一小时,得知“院系调整,敬谓绝无其

事,尽属谣传,且其谣传已久.张院长赴京,并非为此事,即有小调整,亦不涉及中文系,更不涉及

宓,请宓勿忧,云云”,吴宓“多日忧急悲郁之情,为之顿释”[７]１２０.一个“为之顿释”,足见与方敬交流

得知的学校内部消息对吴宓的宽慰之力与冰释之功,具有直接而显著的效果.
不管是运书这样的现实困难,还是谣传带来的精神困扰,仅凭吴宓之力似乎难以克服.在方敬

也许并不费力的帮助下,均得到了直接有效的解决.与方敬的交往越是经常得到“回报”,吴宓就越

愿意保持这种交往.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显示了他令人感佩的性情与人格,不管方敬是春风得意、步
步高升还是受批挨斗、墙倒众人推,吴宓对方敬一直都是怀有尊重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工作

队林部长对全校播讲«文化大革命
     

运动在西师»,略谓两月(五、六)中已揭发出副院长王逐萍、方敬

黑帮
  

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
          

”,晚间“古典文学组文化大革命运动
       

学习会,讨论
  

林部长报告,批判
  

王逐萍,批判
  

方敬”,吴宓仅“发言一次,敷衍而已”,在日记中说“今知运动
  

转入批判斗争
    

阶段,宓不

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
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

      
.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

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８]５０３.吴宓始终以“仅一方敬”“惟一功臣”“知己”评价方敬,足见其刚

直不阿的真性情与不趋时流的高尚人格.吴宓以“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比喻方敬厚遇自己,而
自责不敢在方敬“覆亡”之际为之恸哭,可以看出其严格的道德自律与剔骨见髓的自我批判精神.

在私人日记中能出现这样的公允评价固然可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吴宓还在次日晚间的工会

组织生活会上公开发言:“(一)西师领导人中,惟敬是文化人、知识分子,曾在大学与教育界,懂学问

与业务,(二)进修班,以及研究生,提高业务等办法,在当时似由中央教育部发出指示,全国一致(恐
非敬个人主张).”[８]５０４.吴宓的公开发言虽被批评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无法改变甚至反而会

进一步招致组员对方敬的攻诋,且吴宓自己也“诚悔多言之失矣”,但突出显示了吴宓不畏人言与重

义尚德的风采.之后,吴宓继续为“敬日食甚少”“敬血压甚高(在梁平)”而“哀哉”,关心并记录方敬

作劳改队队长“对排队、呼口令之事不熟习,一群‘红卫兵小将’立即当众痛殴敬甚重
       

”[１８]２０６的惨状

(１９６７Ｇ０８Ｇ０４),以及因妻子报告方敬曾被红卫兵小将抢去钱物而遭报复,“在风雨操场劳动时,暴童

三名持钢刀至,责敬漏泄秘事,罪当死,即用刀砍敬,中左肩后,伤口长及寸”[１８]２２８的惨剧(１９６７Ｇ０８Ｇ
２４).在组织要求“写交‘忠诚的干部

     
’的时候,吴宓仍“举

 
(一)方敬(二)总务处邝科长(１９６７六七月

武斗
  

期中,奋力维持员工二食堂不断开伙,供给员工膳食)二人为西师
     

之‘忠诚的
   

干部’”(１９６９Ｇ０２Ｇ
１０)[４]５０.

当然,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还有其复杂之处,偶有并不和谐的情形.有时感到尴尬:“敬总结以宓

与许文斗劣生相提并论,亦加称赞,诚令宓啼笑皆非矣.”(１９５２Ｇ０６Ｇ２３)[２]３７３偶尔也不乏批评:“敬演

讲,甚冗而复.”(１９５２Ｇ０９Ｇ０１)[２]４０９有时有所保留:“欲以心事告敬,而未敢.”(１９５３Ｇ０４Ｇ１８)[２]５１９偶尔私

下辩驳:“上午８－９委来,详述其兄澄之疯疾情形澄承重力大,步履极健,能饱餐;敬以此疑

之,谓其病全是假装,佯狂以避供招.然昔雪等之疯固亦如此.”(１９５７Ｇ０９Ｇ２９)[６]１８４有时语见机锋:
“晡夕３－６大礼堂(俗名新饭厅)赴全校大会,聆方敬副院长以其缓慢、冗长、虚浮之清谈式

   
语调,首



先批判林彪及其党徒方敬慨叹彼多占房屋者之不合与自私
              

,其实由学校行政分派前往劝告
  

,命
其腾出
  

,其事固易解决也
      

.”(１９７３Ｇ０９Ｇ０６)[３]４７２.也许是正因为其复杂,才显示出吴宓日记的真实,才
折射出吴宓为人的真性情,才值得进一步研究与解读.

行文至此,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吴宓与方敬走得这么近,有着频繁而相对

密切的交往? 在笔者看来,应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方敬懂教育,有学识,有着不同于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年代工农出身的部队文化干部转入高校做领导的文人特点.吴宓在日记中先后提到的西

南师范学院校领导还有谢立惠、姚大非、张永青、王逐萍、孙泱、郭英、李哲愚、徐方庭等,从吴宓所记

内容看,应该说他们对吴宓还是不乏尊重的,也偶有拜访、晤谈、“附乘”小汽车之举,并且在宽限假

期、关照入西南医院接受治疗等方面给予特殊的照顾,甚至吴宓还记下了与张、谢、王三院长乘小汽

车入城参加会议,晕车,下车呕吐,而“三院长陪宓步行一段后,乘车前行.王院长以司机旁之前座

让宓,得在窗口迎风呼吸”[６]１６的动人场景.但吴宓与他们的交往始终不像与方敬这般亲近,很少流

露情感,也几乎没有个人评价.倒是记录下了谈话中同事对他们的批评,如“本校当局之列党籍者,
如张院长,军级如王、姚副院长惟苦于无学问,甚乏学校行政之知识与经验.故虽欲图治,行事

多左.又乏知人之明,故用人每不当至于本校当局之非党员者,如谢立惠副原正院长、李源澄副

教务长,固屈己徇人,毫无建树.即方敬教务长虽系党员而资历较浅,前数年实为西师全校之主,兼
党、政、学之领导于一身者”[５]５１９Ｇ５２０;如“述本校张院长厚实而有定识;王爽快而明决,姚急躁而热情,
但皆犯错误,今实权操之张院长一人,身兼党与政,故校事多积压而纷乱云云”[６]８４.吴宓在日记中

记下这些批评意见,而又没有表示反对,应当可视为一定程度的认可.和这些领导比起来,方敬更

富有学识,更学院派,更知识分子,不仅是表面上的出于礼仪的尊重老者贤者、而且是尊重知识分子

的人格、道德和情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宓认同了方敬的特殊身份,喜欢他的个人气质,愿意

引为知己.
二是吴宓在与方敬的交往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尊重和理解,非常愿意与方敬来往.方敬５０年代

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后作学校教务处长,直至学校副院长,一直是吴宓的领导.有意思

的是,吴宓一生几乎都在大学里,他喜交朋友,但却很少与学校领导成为朋友.何况１９４９年以后的

大学被列入行政单位序列,已完全行政化和政治化了,这也是吴宓在共和国时代的生存环境,运动

不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让吴宓有了深入了解和进一步熟悉共和国初期大学特殊环境的桥梁,让
他释了惑解了疑,得到了尊严,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政治的依靠和进步的信心.

三是方敬也愿意与吴宓交往.吴宓日记之外,尚未发现方敬谈论吴宓的佐证.在已出版的«方
敬选集»和其他方敬的文集里面,看不到有关吴宓的只言片语.也许是这些方敬著述出版时间较

早,也许是方敬本身就没有记录过吴宓,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遗憾.但从吴宓日记可以看到,方敬也

不乏主动找吴宓交流的时候,而且在与吴宓的交往中并无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不耐烦的心态,更
没有“左”的作派,是乐意吴宓的接近或亲近的.

方敬对吴宓的关爱还可以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得到印证:比如吴宓的邻居彭维金回忆“方敬

先生虽是院领导,却以‘知识分子的朋友’著称.５０年代,方敬同志在一次会上说:‘吴宓等教授的

猫上了房顶,你们(指后勤、教务职工)也要想法给他们捉下来!’这当然是诗人的形象说法,亦可见

他对名教授的重视态度”[１９].吴宓的学生赵庆祥回忆称吴宓与方敬“虽然彼此在政治观点和学术

见解上不尽相同,但互相尊重,关系融洽公正地说,历史系在反右第二阶段逼吴宓老师交反动

诗词的事,当时的方教务长为保护吴宓老师是作了工作的,在关节上替吴宓老师疏通了,缓解了当

时的紧张关系”[２０].吴宓更亲密的学生江家骏在回忆中强调“对于雨师,方敬同志对他的关怀照顾

也是很多的”[２１],还提供了方敬在病床上仍语重心长地谈到吴宓并突出其进步性的细节等.总之,
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解释.从吴宓的角度看,既是社会环境使然,也是个人情趣

相投和精神寄托,甚至不无吴宓的生存策略;从方敬的角度看,既源于其诗人气质和文人习性,源于



其理解尊重资深学者和文人的道德风范,又有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推力.
«吴宓日记续编»是一座富矿.吴学昭女士在«吴宓日记续编»前言中认为:“父亲用自己的日记

见证了历史,历史也通过日记确证了父亲及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路历程留下浓重的痕迹,留
供后人研究,也许,这就是«吴宓日记»价值所在.”[２]６刘梦溪说:“«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

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

低估.”[２２]«吴宓日记续编»所载吴宓与方敬的交往,不仅是了解、还原和研究二人在共和国时代的

文人心态、生活情状、精神气度与思想风貌的重要史料,也对我们认识和反思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总结历史经验并促进文化繁荣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许多人对党的政策是衷心服膺的,正如有学者在谈到建国初期还珠楼主武侠小说创作的转向时所

说,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管理工作方式及效果的生动呈现”[２３].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与知识分

子关系的继续讨论,以及类似吴宓与方敬这样的学人交往之深入考察,还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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